
引  言

台湾校园民谣《童年》，是华人圈子中很多人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

似乎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歌中的内容，是一个上课不专心、开小差的

孩童的生动写照。课堂教学，本身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既往有不少研究

者从传播学视角做过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对某些传播理论的简单

套用，并且基本上是从如何改善教学效果的角度进行讨论的，而不是对

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在教育学中也有少数针

对“开小差”的研究，但大多将其看作一种“不良行为”，且主要针对小

学生群体进行讨论，仿佛上课“开小差”只是小学生的行为。对于课堂上“不

务正业”行为的忽略，或是把“不务正业”仅仅理解为一种“越轨”行为，

或仅仅把上课“开小差”理解为小学生的行为，均是对真实课堂教学情

境的背离，甚至是对“不务正业”的片面理解。接受过课堂教育的人都

知道，即便是一节 40 分钟的课，学习者也不可能完全集中精力，总会有

分神的时候。这是既往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通过各种科学

方法证实过的，同时似乎也成了一种常识。

2020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课堂教育被迫做出巨大改变，网

多少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屏幕“听课”
——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的传播学解读

■ 郭建斌  高若月

郭建斌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高若月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提要】  基于 300 条网友的回复，文章以传播学的视角对网课上学

习者的“不务正业”行为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学习者上网课时的“不

务正业”行为本身具有意义，这些“不务正业”行为，大多数与传统教

室里的“不务正业”无差别，少数有差别。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网课为

学习者“不务正业”提供的便利、网课中“不务正业”的理由，以及“不

务正业”与学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文章结合“传

播的仪式观”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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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这样一种授课方式很快在大中小学普及。在

这一过程中，对网课的“吐槽”也不断出现在

各种社交媒体上。在这样一种关于网课的众声

喧哗中，本文作者于 2022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

伊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个问题——当你

在上网课时，除了听课，你通常在干什么？问

题虽然简单，但是经过几个好友的转发，一共

有 366 位网友做出了回答，剔除无效、意思

不明的，还剩下 300 条有效回复，这 300 条

回复网友的 IP 地址遍及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具有一定的地域上的广泛性。① 在初步整理这

些资料的过程中，作者感到虽然资料量不大（更

无法谈代表性），但是这些有限资料所指向的

问题十分有趣。这些问题，也是既往的相关研

究、讨论较少关注的。同时，这些问题背后，

或许还潜藏着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关

于教育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上述问题，可以表述为以下研究问题：网

课中听课者的“不务正业”行为，具有怎样的

传播学意义？新的媒介技术为学习者网课中的

“不务正业”提供了怎样的便利？较之传统的

课堂教学，学习者在网课时的“不务正业”又

有哪些变化？“不务正业”与“学习”之间，

是否一定是矛盾的？作为一种在“传播的仪式

观”下具有意义的“不务正业”行为，在网课

的特定语境中又有着怎样的特定理论意义？

一、理论综述

1982 年 美 国 传 播 学 者 施 拉 姆（Wilbur 

Schramm）来华，通常被视为传播学在中国

大陆再次获得发展生机的标志性事件（罗昕，

2017）。但是对于施拉姆来华的最初动机，从

事传播研究的人似乎不太关注。施拉姆来华对

于中国电化教学的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似乎也未见到太多讨论。② 其实，1982 年 4 月

下旬，施拉姆来华第一站是在广州的华南师范

大学，“一共进行了为期 7 天共 7 个专题的学

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电化教员三百余人”（刘家林，2013）。此前，

广东省教育局局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到香

港学习考察，并在香港中文大学认识了施拉姆，

其目的是向“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

港地区‘取经’学习”（刘家林，2013）。这样

一个传播学术史上的“插曲”，无意中把中国的

传播学和教育学中的电化教学连结到一起。不

过，这次“偶遇”，似乎并未拉近后来兴起的

传播学与此前就有的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

传播与教育之间的相关讨论，并未彻底转到把

教育（尤其是课堂教学）视为一种传播活动的

思路上。相关研究或是十分宽泛地使用“传播”

来表述，如“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播过程的实质

是知识的生成与生长过程”（谢利民，2001）、

“知识传播的实质是激活与播种、生成与生长

知识”（谢利民， 2002），或是考察不同传播方

式对课堂教育的影响（文喆，2000），或是对

新媒体传播环境对于高校教学方式的变革进

行讨论（周红春，梁静，2013），等等。当然，

如何在更为彻底的意义上把教育（尤其是课堂

教育）视为一种传播活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理解“传播”。在这一点上，似乎只

能从传播学的相关讨论中来寻找理论证据。这

个距当下更近的理论证据虽然来自传播学，但

是这个理论证据的根源，则是在教育学中。

本文所提供的理论证据，具体来说，就

是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对于传播观念的讨论。凯瑞把人类传

播的观念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传播的传

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

tion），一种是“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凯瑞，2019：14）。对此，

本文作者之一也曾做过简要归纳，认为前者是

一种线性模式，后者是一种场模式（郭建斌，

2006），同时，本文作者之一也曾以课堂教学

为例，从“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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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简要说明（郭建斌，2014）。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本文为上述例证补充了进一步的证据。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

的第一章开篇，就有这样两句话：“几年前我决

定认真研读传播学著作，一位明智之士建议我

从约翰·杜威开始。这个建议让我终身受益”（凯

瑞，2019：12）。此后，凯瑞也引用了杜威（John 

Dewey）那个被很多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反复引

用的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关系的观点，即“社会

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

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

与传播中”（凯瑞，2019：14）。但是很少人注

意到，杜威的这个观点，是在讨论教育与传播

的关系时提出的，具体出现在《民主主义与教育》

一书中。③ 当然，杜威这里所说的教育，并非

学校教育，更非课堂教育，而是“更为基本的

和更为持久的教导方式”（杜威，2001：9）。但

是，在作者看来，即便是在一个具体的课堂教

学情境中，凯瑞在借鉴杜威的观点之后所提出

的“传递观”与“仪式观”，同样是并存的。既

往那些对于传播与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的

研究、讨论，几乎都是从“传递观”的角度来

理解传播的，很少看到其中的“仪式观”方面

的意义。这也是既往关于传播与教育相关讨论

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忽略了课堂教学中“仪式观”的意义，仅

仅把课堂教学理解为师生之间的传受关系，即

便有不少论者也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仍不能

说是彻底地把教育（尤其是课堂教育）视为一

种传播活动。从詹姆斯·凯瑞“仪式观”的理

论视角来对课堂教学进行考察，更能充分彰显

那些课堂上“不务正业”行为的意义。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课堂，也才是《童

年》那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所说的网课，其实是前面讲到的电化

教育（学）的一种当代形态。1982 年施拉姆

来华实现了中国传播学与电化教育的一次“偶

遇”，但是此后，两者似乎很快就分道扬镳了。

有学者在二十年前把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分为

两个阶段，即“视听教育阶段（20 世纪 70 年

代后期—90 年代初期）”和“信息化教育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003 年）”，第二个阶

段的标志，即是“教育信息高速公路——以计

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网络教育系统的建设并投

入使用”（南国农，2003）。这篇文章虽然是

写于近二十年前，但是目前的电化教育，同样

属于作者所说的“信息化教育阶段”的延续，

因为作为这个阶段的核心——计算机、互联网

等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传播学领域，与之相

对应的则是出现了“网络传播”等表述。

就本文所讨论的网课而言，它与电化教育

中的“远程教育”、慕课（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等不尽相同，那些课

程均是事先录制好的，而本文所说的网课，基

本上是直播。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网课也

不仅限于传统的那些教育技术平台，而是根据

实际情况，采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渠道。市场也

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及时推出各种在线

会议软件，除了可用于网课，也可以举行“在

线会议”。

传统的师生面授课堂呈现出的是具有线性

特征的“知识传递型”教学形态，由于互联网

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改变使得线上课程或者说

网课成为可能，并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便利，使

得他们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及时地进行学

习。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能动的

活动，绝不是教师片面灌输的被动活动”（韩

立福，2012）。网络直播教学，区别于慕课的

特征在于师生时间同步、临场感强、互动性高

（焦建利等，2020），但由于缺乏由上至下的

监管，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

求。学习从“他控”转为“自主”，要求学生

作为行为主体主动、独立、自控地进行学习（郭

文良，和学新，2015）。但是，在开源的平台

2023年 第3期（总第481期）| 73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数字生活



上进行学习本身意味着海量信息的摄入，这些

多余的信息对个人来说无疑会消耗其珍贵的精

神资源——注意力（李志昌，1998）。学生居

家在线学习的注意力失焦行为主要体现在注意

力分散、社交媒体吸引和思维游荡（陈长胜，

隆景云，2020）。在线教学面临的困境是学生

上课时打开多个聊天工具，各种群聊侵占了其

大部分注意力（胡小平，谢作栩，2020），学

生的学习意图受到社交媒体的惯性行为及其愉

悦经历的吸引（Lee et al.， 2014），频繁的媒

体多任务处理与注意力调节使得学生更容易走

神，分散的注意力也使得其产生了较高的冲

动水平和较低的自我抑制水平（Wiradhany & 

Koerts， 2019）。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虚拟

现实融合，产生了普遍的“注意力增量”现象

（Quiles et al.， 2020），但是学生有限的注意

力与增量的信息之间本身存在张力。

如同既往对于传播与教育的相关研究、讨

论，在关于网课的研究中，同样主要是一种“传

递观”的视角。网课这样一种新的教学方式，

与既往线下课堂教学自然有着较大差别，同时

在网课上那些学习者的“不务正业”行为，可

能也会与线下课上的有较大不同。具体情况，

本文后面将做详细说明。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说的“不务正业”，是作者收集资料

时的问题（当你在上网课时，除了听课，你通

常在干嘛？）所指的那些具体行为的形象化表

达。因为在一般的观念里，上课听课是“务正业”，

听课之外的行为，自然属于“不务正业”。这主

要是出于类型划分的考虑，尽量规避价值判断。

虽然作者在收集资料时并未要求回答者表

明其身份，但是从所回复内容判断，绝大部分

是大学生，并且相当一部分是当下在读的大学

生。因此，本文所说的学习者，主要指的是在

读大学生。

如前所述，作者通过新浪微博发布问题，

收集到了 300 条有效的回复。在对这些回复进

行反复阅读之后，作者最终决定采用 DiVoM-

iner®平台 ④ 对文本进行编码。首先对 300 条

回答中所提到的行为进行详细列表，然后又对

列表中的行为进行归类，最终形成了 26 类，

隶属于“做什么”类目。由于新浪微博的所有

回复中均显示了地点，因此，作者也把“地点”

作为类目二（按微博上的显示分到省、自治区、

直辖市）。数据起始时间是 2022 年 9 月 7 日 

14 : 15 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 0 : 31。且绝大部

分回复是 9 月 7 日的，9 月 12 日作者再次转发

了原来的微博，又得到了一些回复。

根据类目二编码结果，300 条回复一共涉

及中国的 31 个省级行政区，只有福建、香港

和澳门地区没有样本。此外，部分样本来源地

为英国、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具体情

况见附录 1。

在正式编码开始前，本文两位作者分别进

行了信度测试，类目一的霍尔斯蒂信度（HCR）

为 0.84，这里的出入主要在于不同编码员对

回复中所提及的多种“不务正业”行为有的

做了全部勾选，有的则有遗漏，即便是遗漏的，

也可以理解为是次要行为。对于所选择的行

为判断，两位编码员几乎没有差别。因此作

者认为该信度完全可以接受。类目二霍尔斯

蒂信度（HCR）为 1.00，即两个编码员完全

没有差别。类目一和类目二的霍尔斯蒂信度

（HCR）为 0.90。

三、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

歌曲《童年》这样唱道：“隔壁班的那个

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这显然是在

讲那个顽皮的小男孩上课开小差了，当然也明

示了小男孩初恋的冲动。网课听课的环境与传

统的教室不同，但是调查数据显示，上网课过

程中的很多“不务正业”行为，其实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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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课堂并无太大不同。

在作者分出的 26 类行为中，其中的 21 类，

在作者看来，应该是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具

体情况见表 1。

上述 21 类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

业”，占比达到 83.9%。当然，由于网课通常

脱离传统课堂的空间及其他限制，使得上述那

些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更加成为

可能，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睡觉，若是在

课堂上，通常是趴在课桌上睡，但网课上，正

如一位网友的回答：“打开外放然后躺下”（9-

07，22:47⑤）。再比如“护理身体”一类，在课

堂上学生也会有剪指甲、弄头发等行为，但是

这里所说的“护理身体”，范围显然要广得多。

正如一位网友回复的：“公共选修课，晚上七

点开始，因此一般边听边进行吃饭、洗漱、护

肤……”（9-07， 19:05）

在上述 21 类行为中，“刷社交媒体”、“聊

天”、“玩游戏”、“玩手机”、“吐槽”、“查相关

资料”、“看影视”、“网购”、“追星”、“玩电脑”、

“冲浪”等 11 类直接与媒体相关，且这些行为

占到了全部“不务正业”行为的 46.60%，占

上述 21 类行为的 55.72%。也就是说，随着

手机这样的移动智能媒体的普及，即便在传统

的教室上，学生也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是新的

媒体环境给传统课堂带来的变化。也是与《童

年》那首歌里那个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太阳

为什么下到山的那一边”感到疑惑的小男孩所

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那些通过社交媒

体在课堂上不断在现实时空与网络时空中穿梭

的学习者，似乎也失去了去追问这样问题的童

真。这正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

年的消逝》一书中讨论的问题——“印刷术如

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

（波兹曼，2011）。

四、传统课堂无法实现的“不务正业”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作者发现，有些“不

务正业”行为，则是在传统的课堂上完全不可

能出现的（见表 2）。

“做家务”反映出了学生上网课的地点

是在家里，这里所说的“做家务”，包括了

做饭、洗碗、拖地等。如有网友回复的：“做

饭，特别是中午十一点还在上的时候”（9-07， 

15:29）、“ 上 午 课 程 一 般 是 在 做 饭 ”（9-07，

15:01）、“做饭洗碗拖地走路的 bgm（背景音

乐 ）”（9-07，18:53）、“ 吃 饭， 买 菜， 做 饭，

在 Wechat 上和同学讨论或者吐槽上课内容”

（9-08，07:37）、“如果在家的话，中午会一边

做饭一边听课”（9-10，11:20）。若在课堂上听

课，课后可以直奔学校食堂，自然不用考虑吃

饭的问题，但是在家上网课，若家里没人做饭，

学习者只能自己做饭。

选项 小计 百分比
做家务 21 4.30%

健身或运动 7 1.40%
玩宠物 4 0.80%

干其他杂事 43 8.80%
合计 　 15.30%

表 2  传统课堂上无法实现的“不务正业”

选项 小计 百分比
刷社交媒体 60 12.20%

聊天 43 8.80%
吃 40 8.20%
睡觉 38 7.80%
玩游戏 29 5.90%
玩手机 25 5.10%
吐槽 23 4.70%

学习其他东西 22 4.50%
阅读 18 3.70%

查相关资料 16 3.30%
发呆、走神 15 3.10%
做其他作业 13 2.70%
护理身体 13 2.70%
看影视 12 2.40%
网购 12 2.40%
养神 9 1.80%
喝 8 1.60%

练字画画等 6 1.20%
追星 3 0.60%
玩电脑 3 0.60%
冲浪 3 0.60%
合计 　 83.90%

表 1  与传统课堂无差别的“不务正业”

2023年 第3期（总第481期）| 75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数字生活



由于脱离传统课堂空间的限制，有学习者

在上网课时还进行健身或运动。如有网友所说：

“我经常会在听网课的时候健身，尤其是久坐

之后……会边听边做一些俯卧撑与卷腹运动”

（9-12，23:37）；“在跟欧阳春晓做运动哈哈哈

哈哈”（9-07，21:13）；“会做开肩和一些拉伸

运动”（9-08，08:13）；“取决于上网课的时间，

早上在吃早饭，接近中午在午休，甚至还在房

间练瑜伽”（9-07，18:06）。

“玩宠物”同样也是很难在传统课堂上出

现的“不务正业”行为，在 300 条网友的回复中，

有 4 条讲到了这方面情况。如“玩猫，把它抓

来一起听课”（9-09，18:22）；“玩狗”（9-07，

14:33）；“玩手机，发呆，睡觉，处理别的事情、

撸猫，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课做笔记”（9-07，

18:27）。

至于“干其他杂事”，情况较为复杂，如

有“做点不会过于分神的事情，比如织毛衣

以及反复确认自己有没有不小心开麦”（9-

08，12:51）；“昨晚一边上网课一边参加校招

面 试 ”（9-07，20:14）；“ 今 天 听 这 个 老 师

说，连线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他说在练车”

（9-07，19:14）；“在排队做核酸……”（9-07， 

18:02）；“有约的话会去赴约，耳机播放着当

做背景音”（9-07，17:58）；“戴蓝牙耳机变成

听播客，早上可能在做早餐午餐，下午可能出

门办事比如看医生之类的，那天一边开车一边

听课的时候，突然想到安静的网课要是把大家

的视频都打开，那简直是锣鼓喧天热热闹闹的

生活画面”（9-07，16:21），等等。

五、网课，“不务正业”的便利

离开了传统教室空间限制、教师的注视以

及同学之间的相互约束，网课通常是一个人面对

屏幕上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为学习

者“不务正业”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教室通常

是一个公共空间，学习者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

自然会遵守该公共空间的规约，这些规约，倒

不一定是像某些学校教室里张贴的“文明公约”，

而是学习者心照不宣的“常识”。但是，网课学

习者如果在家里学习，此时的空间就是私人空

间。在私人空间里，正如有些网友回答时所讲到

的：“除了听课什么都干”（9-07，17 : 44；9-09，

18 : 19）。尽管在课堂里有些学习者也是这样的，

但他（她）总不能像上网课时一样去洗澡、拖地，

甚至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除了上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对

于网课而言，还有另外一组空间，即实体空间

与网络空间。传统教室是一个实体空间，而网

课的教学，则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在传统的

教室里，由于学习者拥有手机等移动互联媒体，

他（她）在上课时也可能在网络空间里“遨游”，

实现不同空间之间的穿梭，但其身体存在于某

个具有公共性的实体空间中，其身体是受该实

体空间限制的。但是在网课上，由于移动终端

的出现，学习者除了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里

学习之外，也可能是在移动的空间中进行学习，

如前面所讲到的，有人边听课，边看病、约会，

甚至是排队做核酸。

六、网课，“不务正业”的理由

如上所述，学习环境的变化，的确为在网

课中“不务正业”提供了诸多便利。虽然在作

者收集资料时提出的问题中并未询问学习者“不

务正业”的理由，但是在 300 条回复中，相当

一部分回复明确地讲到了“不务正业”的理由。

这些理由虽然同样不具代表性，但是似乎也可

以从中看出目前网课存在的某些问题。下面选

择一些涉及网课“不务正业”理由的回答：

老师讲得好我就认真听，老师光朗读 PPT

我就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或者睡觉（9-19， 

00:31）。

如果讲得太糟，那就直接跑路了（9-12，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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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还是看老师，有意思的课会认真听，

如果是比较水的课，有时候就挂着（一般都是

躺着听，刷刷微博（9-12，23:14）。

有趣的课会边听边写笔记，偶尔查一下资

料；水课会边听边和同学聊天，顺带刷刷微博

小红书等（9-12，16:37）。

老师的第一节课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我

对这节课是否需要认真听的判断。有些课很水，

感觉老师也不太专业，我接下来大概率就会单

纯挂着（9-11，10:35）。

如果讲得生动有趣，或者信息量大，就会

感慨为什么讲得这样好，这老师我爱了爱了！

如果讲得很机械，感觉到老师是在对付，就会

心里暗骂浪费时间，从第一遍到第 n 遍（9-9，

15:46）。

看什么课吧，专业课、考试课就听一些重

点，其他课就做做家务（9-7，20:47）。

视课程而定：1. 专业课（1）有趣的专心

听记笔记；（2）枯燥的平板分屏，一半网课一

半网上冲浪。2. 通修课，用电脑挂着（1）互

动的：网上冲浪，被点到，向舍友求助，回答

完继续冲浪；（2）不互动的，尤其是早八的，

直接睡晕过去。3. 公共选修课，晚上七点开始，

因此一般边听边吃饭、洗漱、护肤……（9-7，

19:05）。

这要根据课程的重要程度以及是否吸引

人来分，如果是很重要很有趣的课自然是认真

听讲、记笔记、查资料等，当然不排除中间

开小差回手机消息之类，这和线下上课的活动

基本差不多；如果是不得不挂着听的课，基本

就是社交媒体全部打开刷一遍，和同学吐槽一

下，或者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9-7，

16:49）。

……

以上只是节选了一部分学习者的回复，其

中共同的一点，即网课是否“不务正业”，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取决于学习者对课程的兴趣

以及讲课老师的授课情况。如果只是照本宣科，

或是不调动学生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往往就会

成为网课学习者“不务正业”的充分理由。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网课也对教育者（教师及教

育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七、“不务正业”未必是不学习

本文开头讲到，若从“仪式观”的角度对

网课进行考察，课堂上的传播并非仅仅是“传

递”或“互动”，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者，

具有“具身在场”（embodied presence） （邓

建国，2022），同时也具有“在场”的意义（郭

建斌，2019）。同时，在整个 40 分钟的课堂上，

学习者也不可能始终保持专注，总有某个时段

或片刻，会分神、开小差。在对 300 条网友

的回复进行反复阅读过程中，作者发现网课上

的那些“不务正业”，未必完全是不学习、“摆

烂”，正如某些网友所说：“有时候玩消消乐等

小游戏。因为这些游戏不用动脑子，手上不无

聊脑子还可以听课（一般是课程内容一般或节

奏太缓慢）”（9-8，09:49）。从前面表 1 中也

可以看出，有些“不务正业”者，他（她）或

是在“学习其他东西”，或是在“阅读”、“查

阅相关资料”、“做其他作业”，这些在作者看来，

同样是在学习，这些占所有“不务正业”行为

的 14.20%，应该说这一比例并不算太低。还

有网友这样回复：“会突然被某个名词或例子

吸引，然后去百度搜”（9-7，14:52）。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甚至是互联网为现代学习者提供的便利。即便

在大学课堂上，也有些教师鼓励学生使用手机

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若从广义的学习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同

样是“务正业”。正如有网友回复的：“线上课

程会感觉更自在，因为没有同学的目光注视，

没有老师的眼神压迫，更想去自由地表达观点”

（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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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限的资料做进一步挖掘，作者利用

DiVoMiner®平台提供的“情感分析”（正负面）

对 300 条回复进行处理，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结果来看，中立、正面的情感占三分之

二多，负面情感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断：

学习者对于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的回答，

其情感总体倾向是积极的。

进而，作者又利用 DiVoMiner®平台提供

的“情绪分析”对 300 条回复进行处理，结果

如图 2 所示。

从“情绪分析”结果来看，在 300 条回复

中，厌恶、悲伤等消极情绪所占比重较低，仅

为 5%，快乐等积极情绪占比超过了 10%。

从以上两项分析来看，网友对于网课中的

“不务正业”行为，在情感、情绪上，均倾向

于积极态度。这也意味着，学习者那些网课上

的“不务正业”行为，也并非完全是“摆烂”、

不学习，而是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节”。

八、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课中的“不务正

业”行为进行阐释，一方面是视教育（或教学）

活动为一种传播活动，这方面的讨论出现在传

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之前，这些理论资源也

是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绕不过的内容。但是在传

播思想史的研究中提及这方面内容时，往往忽

略了其教育学的学科背景。1980 年代初期施

拉姆来华无意中实现了中国传播研究与电化教

育的“偶遇”，但是在此后的研究中，传播研

究与教育学之间的关联，更多只是一种术语上

的借用，真正把教育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并

对其进行深入讨论的并不多见。并且，即便是

把教育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对于传播的理

解，主要是一种“传递观”的思路，很少涉及

“传播的仪式观”。

借鉴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视角，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全面、真实的课堂，而

不是仅仅基于“传播的传递观”那样一种简单

的传受关系。在这样的课堂上，既有学习者专

注听讲的情景，也有分神、开小差的时候。在

凯瑞看来，“传递观中的‘传播’一词的原型是

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理空间扩展信息”（凯瑞，

2019：18）。传递观视角下的教学活动，道理

亦是如此。前文讲到杜威对于传播问题的讨论，

图 1  对 300 条回复的“情感分析”（正负面） 图 2  300 条回复的“情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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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讨论民主主义与教育问题时讲到的。在杜

威那里，其实已经有了后来凯瑞所讲的“传播

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的某些思想雏形，

只是当时杜威并未形成这样的表述。杜威心目

中的理想教育，一定不是“传递观”意义上的，

而是“仪式观”意义上的。“仪式观”意义上的

教育，不仅仅只看到教育（或教学）活动中传

递的方面（凯瑞也明确说过“传递观”与“仪

式观”不可分），更看到了那些“游离”于传递

关系之外的存在。那些课堂上的“不务正业”

行为（也包括本文所关注的网课上的“不务正业”

行为），在“仪式观”的理论视角下，均是有意

义的，而不仅是某种“越轨”行为。从这一点

来看，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充满人

文关怀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十分宽容的理论。

如前所述，这一理论的思想源头，其实是在教

育学中。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对“不务正业”

行为的解读，仿佛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

教育学中。为什么会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教育学研究中有关杜威对传播的理解或许还

不够透彻，甚至是走向了杜威理想中的作为传

播活动的教育活动的对立面。若此，经由传播

学者凯瑞，再度回到杜威，似乎并非完全多余。

对于某些饱受传递观主导的传统课堂教学

禁锢的学习者来说，网课似乎是一种解脱，尤

其是对于某些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而言，

他（她）们似乎能更快地适应、接纳网课这样

一种教学方式。由于脱离了传统教室物理空间

的限制，没有了教室与学习者“具身在场”所

形成的监督、约束，使得网课中“不务正业”

变得更加自然而然。从前文所列举的经验材料

来看，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也并非为所欲为。

正如有网友在回复中写的：“若授课老师讲解

精妙，对课程内容感兴趣，愿意记上一记；反

之，把时间交给社交媒体去，但网课还需挂着，

仪式还是要有”（9-07， 14:43）。这样的情况，

本质上和传统的课堂教学并无太大区别，只是

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回复者这里所讲到的仪式，

与凯瑞的“仪式观”有着相近的意思，或许这

位回复者就是学新闻传播学的？

本文借鉴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

观”对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进行解读，但

绝不是简单地套用，毕竟凯瑞在提出该理论观

点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并未在全

球普及，人类社会尚未进入所谓的“网络时代”。

并且，凯瑞所关注的主要是新闻（或传媒），

而不是课堂教育。就网课这样一种新近迅速普

及的教育方式，那些网课中“不务正业”行为，

是否能够达到凯瑞所讲的“传播的仪式观”的

目的？以及用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来对网

课上的“不务正业”进行解读又可能存在怎样

的理论上的缺陷？本文将做进一步阐明。

在凯瑞看来，“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

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

一起的神圣典礼”，并且，“仪式观明确的宗教

起源虽然同样已被削减，但它从未脱离这一基

本的宗教隐喻”（凯瑞，2019：18）。无论是凯

瑞在隐喻层面上所讲的仪式，还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在实体层面上所讲的仪式，其中

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经由仪式形成某种“有机”

联系。在涂尔干对宗教仪式的讨论的基础上，

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了“情

感连带模型”，并认为“群体团结”是互动仪式

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柯林斯，2012：80）。在《互

动仪式链》中，科林斯专门对由电话、电视录

像以及电脑等构成的“远距离的交流方式”是

否能产生相互关注与连带情感进行了讨论，他

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活动越是通过远程媒介、

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开展，人们就会越觉

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同符号物的尊

重，而且以 EE⑥ 形式所表的热情的个人动机会

越少。”（柯林斯，2012：100）网课在教师与

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是通过柯林斯所说的“远

程媒介”连接的，作为学习者个体而言，在某

2023年 第3期（总第481期）| 79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数字生活



序号 地点 小计 百分比

1 北京 44 14.70%

2 广东 29 9.70%

3 山东 21 7%

4 江西 18 6%

5 四川 16 5.30%

6 云南 16 5.30%

附录 1  300 条回复所显示的地点

序号 地点 小计 百分比

7 河南 14 4.70%
8 上海 13 4.30%
9 浙江 12 4%
10 重庆 11 3.70%
11 江苏 11 3.70%
12 河北 11 3.70%
13 湖南 11 3.70%

种程度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却有可能造

成柯林斯所说的“团结感”的缺失。正如近年

来有网友调侃的：“读了几年书，还不知道老

师和同学长啥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网课

上的那些“不务正业”行为，虽然在表面上具

有凯瑞所说的“仪式观”的意义，但是经由网

络这样一种中介所建构起来的“仪式”，由于科

林斯所说的“团结感”的缺失，很难达到凯瑞

在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时所说的“共享”的

目的。尽管科林斯为通过远程媒介连接的高水

平情感连带开出了药方——“可以想象将来的

通讯设备能够尝试着通过神经系统之间收发信

号，而这些信号能够增强共享体验”（科林斯，

2012：100），但是目前的网课系统以及其他

通讯手段，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虽然网课使得学习者的那些“不务正业”

行为更加不受限制，但是网课的时间、内容，

基本上也是按学校的课表来安排的。这些方面，

学习者并不能改变。学习者在网课上的某些“不

务正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网课时间、

内容的抗拒。这样的抗拒，具有詹姆斯·斯科

特（James C.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2007）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抗拒对

于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其力量是微乎其微

的。这也正是通过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

式观”对网课上“不务正业”进行讨论时无法

看到的方面，同时这也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

观”可能存在的缺陷。无论是那些仪式研究者

们所关注的仪式，还是詹姆斯·凯瑞在“隐喻”

的层面上使用仪式的表述，其背后均存在着一

个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斯科特，2021）。就本文所讨论

的网课而言，教学时间、内容等正是“隐藏的

脚本”的具体体现。这些“隐藏的脚本”构成

了网课最为宏观的权力框架，所有学习者在网

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则是在这一宏观权

力框架下的“小打小闹”，对宏观权力不一定

构成直接威胁。

补记：

在撰写本文时，媒体上刚刚爆出“网课爆

破”这样一个新词，这是网课实践中出现的一

种新现象，甚至也是一种“不务正业”。但是，

本文对于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的讨论，

一定不是“网课爆破”的理论依据！本文所关

注的网课上的“不务正业”行为，是在不违背

现行教育框架、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

下的一些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对此进

行讨论，其目的在于，对作为一种教育传播活

动的网课有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同时，这

样的讨论与教育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止

于至善。

本文作者之一的孩子目前正在上高中二年

级，因为疫情，2022 年已经在家上了三周的

网课，看到他每天面对着屏幕“听课”，有时

也偷偷地刷手机。此时，我多么希望他能把窗

帘拉开，看看窗外的真实世界里的风景，或是

像《童年》里唱到的：“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

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但似乎这也只是一种

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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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本文作者对所有回复的不知名的网友（包括那些被剔除的样本）表示衷心感谢。网友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也表

明了该问题触及不少网课学习者的“痛点”。

②	 2013 年 11 月，《电化教育研究》杂志刊登过一个祝贺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 30 周年的广告，其中提到了

施拉姆的名字。见：《热烈祝贺 华南师范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 30 周年 30 年的风雨 30 年的辉煌》，《电化教育研究》，

2013 年第 11 期。

③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 1916 年，由 New York: Macmilan 出版社出版。该书有多个中译本，在由王承绪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出版的《民

主主义教育》一书中，凯瑞所引用的话在第 9 页，由于翻译的原因，此处译者把 communication 翻译成了“沟通”，在具体的中文表述

上也略有不同。

④	在此对 DiVoMiner 公司曹文鸳女士对本文的编码等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⑤	出于操作的方便，本文选择了网友回复时间作为资料编号，即日期 + 时间（时 - 分）。

⑥	EE 指“情感能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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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点 小计 百分比

14 山西 9 3%
15 安徽 8 2.70%
16 湖北 8 2.70%
17 陕西 7 2.30%
18 新疆 5 1.70%
19 内蒙古 4 1.30%
20 福建 4 1.30%
21 广西 4 1.30%
22 贵州 4 1.30%
23 海南 3 1%
24 甘肃 2 0.70%

序号 地点 小计 百分比

25 台湾 2 0.70%
26 英国 2 0.70%
27 青海 2 0.70%
28 黑龙江 2 0.70%
29 西藏 1 0.30%
30 美国 1 0.30%
31 新加坡 1 0.30%
32 马来西亚 1 0.30%
33 天津 1 0.30%
34 吉林 1 0.30%
35 辽宁 1 0.30%

2023年 第3期（总第481期）| 81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数字生活


